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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战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特质探赜

赵 炎 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武汉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特质甚多，其中政治思想文化特质最为突出。其具体表现有四：政治理想主要

体现为民族国家至上与深化反帝反封共存；价值理念秉持致用精神与坚守三民主义递进；实际运作展现为重

塑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政治互动；内在实质昭示出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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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伴随沪宁沦陷、国府西迁，
武汉遂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国共合作基地。
而武汉抗战波及战场甚广，持续时间较长，给日军
打击最大，迫使其终止全面进攻。迄今为止，学界
考察其具体史实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其抽象性
文化特征亦不乏一定论及，如笔者认为其历史文
化特征凸现为价值诉求、理性态度、实践品德与道
德境界等方面［１］。虽然如此，从中国抗日战争史
角度来看，如此理论诠释仍甚为薄弱，客观上有待
深化。事实上，此期政治思想文化特质颇为鲜明。
对此，当代学者唐宝林认为：“这个时期，与其前
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在政治方面
有明显的特点，即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就全国政
权而言）最团结、最民主、最进步的时期。”［２］如此
概括颇有见地，基本揭示出其主要政治特征，给人
以积极启示。需要指出的是，其相关论述仍过于
笼统，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总体来看，此期政治文
化特质主要体现为政治理想民族国家至上与深化

反帝反封共存、价值理念秉持致用精神与坚守三
民主义递进、实际运作重塑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
政治互动和内在实质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

理统一等方面。

一、政治理想：民族国家至上
与深化反帝反封共存

从思想文化角度审视，武汉抗战时期的思想
文化特质甚多，其中政治思想文化特质首当其冲。
从理论上而论，近代政治思想文化主要关涉民权

主义，具体涵盖尊重人权、主权在民、权力制衡与
崇尚法治等核心内容［３］。如果将其置于整个中国
近代历史的语境下，此论可谓深中肯綮，昭示了中
国近代政治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倘若具体到中
国近代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其内涵可能侧重点
有别，各具其时代特色。在武汉抗战时期，其政治
思想文化特质主要体现为政治理想、价值理念、实
际运作与内在实质四个方面。就政治理想而言，

它凸显为坚持近代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不断深化
反帝反封时代主题，以最大限度来谋求国家主权
的独立、自主、统一与稳定，进而促进中国近代化
逐步走向深化。

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坚持民
族国家至上可谓把握住了问题的核心。事实上，

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理想实乃自第一次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近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民族国家利益

的自然延伸与逻辑发展的具体外化。伴随清季民
初新旧政治鼎革，追求国利民福遂成为革命志士
的当然价值诉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
略，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奋起抵抗，其中武汉抗战
演绎出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活剧，而坚持民
族国家利益至上则是其揭橥的爱国主义大旗。

“卢沟桥事变”爆发尤其是南京陷落后，中华
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欲摆脱现实窘境，中华民
族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其时，大力弘扬民族主
义精神遂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因为此举能最大限
度激发广大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

而武汉抗战可谓其激励、感召下的时代产物［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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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复提倡国家至
上、民族至上，号召国民积极奋起抗战。如蒋氏在
庐山发表谈话时曾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世界上
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５］。在他看来，
中国必须保全其主权，维护其行政与领土完整，保
持其民族生命。后来，他明确强调“国家至上，民
族至上”［６］。综观其言论，类似表述可谓比比皆
是，如“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７］；一切言行“都
要以国家民族为唯一前提，以求得抗战胜利为第
一要务”［８］１３６－１３７。与此相呼应，国家社会党代表张
君劢也强调“国家民族本位”［９］１６；中国青年党代
表左舜生也呼吁“国家至上”，认为爱护国家应始
终不渝［１０］２２。可以说，民族国家至上已成为那个
时代奏响的主旋律。
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提倡民族国家至上的

主张可谓时间更早，理论表达更鲜明。这从１９３１
年《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
事件宣言》到１９３５年《抗日救国宣言》的具体表述
中不难窥见一斑。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针对“卢沟
桥事变”，中共立即通电全国同胞，强调“中华民族
危急”，主张实行全民族抗战。在毛泽东看来，民
族革命抗战可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完整，争
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１１］１４８。对国共两党
所提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主张，毛认为这“都是完全
正确的”［１２］１３４。很显然，坚持民族国家至上已是
当时各界的共同价值诉求，与中国传统民族国家
内涵存有较大差异，具有明显近代色彩。
在坚持民族国家至上过程中，武汉抗战也逐

渐深化了反帝反封的思想意涵。就反帝而言，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国家的

正义性与必要性。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南京沦陷之时，
蒋介石指出：对日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
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
立生存之战争。不仅如此，此一反帝斗争范围亦
呈现出由中国逐步扩及世界的大体趋势，在理念
上开始与世界近代普世价值相对接［１３］４７。在蒋氏
看来，“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不仅关系到中国
存亡问题，而且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１４］３０。有
鉴于此，蒋努力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西方国家
区分开来，谋求联合世界正义力量来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１５］。如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武汉
抗战中反帝斗争的时代特色。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持有相似思想，且具体

论述更为周详。中国共产党认为今天这一伟大民
族战争和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都不相

同，因为中华民族正处在历史上最进步时期，日本
帝国主义在自寻死路走向崩溃。同时，全世界先
进人类正准备空前广大的斗争力量来抵抗与战胜

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以争取世界光明前途。此三
者结合保证抗日战争一定能最后取得胜利，而自
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而且将造福
于全人类”［１２］１２３。不难看出，较之自第一次鸦片
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反帝斗争，武汉抗战所进行
的反帝斗争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具体实践均有一

定程度的深化。
与前此反帝意涵深化相吻合，武汉抗战也在

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反封斗争的历史内涵。众所周
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近两千年的君主专
制统治，建立起近代民主共和国。然而，形式化民
主而实质性专制却成为此后中国近代政治挥之不

去的梦魇。即使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后，此一现状并无根本性改变。然
而，在武汉抗战时期，出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维护民族生存之需要，蒋氏表现出一定的反封积
极性。这突出体现在对传统道德理念的推陈出
新、带有近代民主政治色彩机构的设立与藉法律
保障人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诸方
面。
就道德而论，学界倾向于诘责蒋介石藉复活

封建主义文化来强化其专制独裁统治，是对“五
四”新文化精神的反动，具有铲除共产主义思想影
响的浓厚韵味。如将此视为蒋在武汉抗战前的主
要价值诉求自然不乏其一定合理性。但时移势
易，在武汉抗战时期，蒋虽并未根本放弃其原有政
治立场，但所倡导的道德更多地旨在满足中国近
代民族国家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国民
党一己之私的范围，如蒋曾明确指出：“战争的胜
负，全在于精神”［１６］９。在他看来，倡行新生活运
动在于革新国民生活习惯，振作其道德精神以适
合于时代需要，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急之际，能有决
心有勇气有能力来保卫民族国家的生存。很显
然，其新生活运动已将反日侵略纳入其中，体现出
一定近代民主性色彩。
在具体内涵上，按照蒋介石的表述，道德教条

是以礼义廉耻为四维，而在实行方面则以忠孝仁
爱为中心。从字面来看，这些概念简直就是传统
思想的翻版，并无任何创新之处，然而一涉及到具
体内涵，其闪光点则触目皆是。如蒋强调新生活
运动的精神力量就是我们民族抗战的最大武器。
他在理论诠释“礼义廉耻”诸道德概念时积极谋求
推陈出新，赋予其一定新义，要求人人怀有国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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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自觉“为国家尽忠，对民族祖先尽孝”，积极抵
抗强暴消灭日本侵略者［１７］。其时代积极进步性
于此不难窥见一斑。
事实上，此期蒋介石所倡导的道德观与中国

共产党人所崇尚的道德理念具有高度的理论一致

性［１８］。至于中共倡设国民参政会主要是针对中
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原来直接反蒋专制独裁的方法，利用其
原有民主性机构，藉合作逐步打破其独裁专制的
堡垒进而促其政治近代化。后来蒋介石赞同中共
所提主张并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使之及时开始
运作，成为集合全国抗日力量的政治平台，其反封
建性不言自明。至于《抗战建国纲领》明确保障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各
阶层的民主价值诉求，同样具有一定反封建意义。
坚持民族国家至上与深化反帝反封共存可谓武汉

抗战时期政治理想的具体外化。

二、价值理念：秉持致用精神
与坚守三民主义递进

相对于政治理想，武汉抗战时期的价值理念
凸现为立足于现实需要秉持致用精神与坚守三民

主义递进。前者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在思想文化
上超越了那种拘泥于以东西新旧为价值取舍标准

的陈说，侧重于以是否有利于救亡图存来衡量人
们的言行；而后者则体现为高扬孙中山的新三民
主义大旗，深刻把握其有利于中华民族和近代民
主国家发展的精神实质以积极推进全民抗战，虽
然不同党派的具体理论解读仍存有一定差异。
从理论上而言，秉持致用精神实际延续了中

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之精华。而近代经世致用思
想可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在

近代的逻辑发展。揆诸史实，不难发现，传统经世
致用思想强调积极入世、关心现实、注重实践、讲
求实效、齐家治国、造福民生，其真谛突出表现为
自强不息、正道直行、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
历史忧患意识。此一价值取向在中国漫长历史发
展过程中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孕育、涵养
和激励历代士人为国为民为天下锲而不舍追求真

理、建功立业［１９］。降及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已成
为志士仁人应对时局、匡济天下、学习西方、振兴
中华的重要理论武器。从总体来看，其外在形式
主要体现为时代性与超越性互动，而其内在思想
则为疑古、复古与创新的统一。从社会主体角度
而言，它还具有自发性与自觉性相结合的特
征［２０］。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全面抗战时期，尤其

是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秉持致用精神实际沿
袭了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积极精神传统并结

合时代需要而有所发展。
在蒋介石的思想中，传统文化占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而其中经世致用思想尤为突出。对此，有
论者剖析到：蒋氏将中国道德范围内的“内治工夫
叫作‘性命之学’，把知识范围外的外修工夫称为
‘经世之学’，而以两者的均衡和统一即‘合内外之
道’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也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
高境界”［２１］。事实上，蒋氏倡导与颂扬中国传统
文化带有明显政治目的，他既利用其来追求专制
独裁和积极反共，也欲藉此维护近代民族国家利
益。比较而言，毛泽东对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认
识更为深刻。这从其早期欣赏顾炎武等人“经世
致用”的实学精神到立下务实之誓言中即可窥见
一斑。投身革命事业后，毛泽东更将自己的注意
力集中在现实社会上［２２］。后来他的思想进一步
发展并日臻成熟。对此，有论者评析道：毛泽东所
作的一系列理论阐述和实际贡献既是对经世致用

精神传统的时代传承，更是对这一传统的马克思
主义超越［２３］。正是由于蒋介石与毛泽东在秉持
致用精神上互有交集，国共两党的抗战方略亦体
现出一定致用精神，武汉抗战才最终演绎成一出
动人的历史活剧。
其实，在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秉持致用

精神追求民族大义中自觉坚守三民主义之真谛。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
谓一面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旗帜，其具体内涵可界
分为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两部分。其中后者
是“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共帮助下改组
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
解释的三民主义［２４］。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虽
被国民政府规定为统治思想，但戴季陶、胡汉民、
汪精卫等人根据各自需要对其作了不同理论解

读。而蒋介石则一贯以孙中山的继承人和三民主
义正统自居，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
并将它与《大学》“四维”“八德”等联系起来。他在
所有道德规范中将“仁”视为三民主义的核心，甚
至将“行仁”与“剿共”并举。很显然，蒋氏之三民
主义实乃对孙之新三民主义的严重曲解，成为其
追求独裁专制的思想工具。故胡汉民对此曾加以
猛烈抨击，称蒋氏之目的旨在“愚民”。西安事变
后，蒋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
张。“卢沟桥事变”后，蒋即在庐山宣言抗日。“八
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２５］，表
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开始逐步转到实行民族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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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道上来。
在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一再重申三民主义

与抗战之关系，而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则通过《抗
战建国纲领》，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规定为全国抗
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蒋氏指出：国民革命
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而三民主义实为救国主义。
鉴于中共“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今日
凡能信奉三民主义努力救国者，政府不问其过去
如何，均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
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
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
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１４］２８－３０。蒋一再强
调，值此民族国家存亡关头，作为三民主义信徒要
“生为主义而生，死为主义而死，拼最大之牺牲，求
最后之胜利”［２６］。很显然，三民主义已为此期国
民党号召民众积极抗日的重要精神武器。
事实上，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在武汉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更为深
刻，强调在此基础上实施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
在其宣言中明确表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
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
斗。”［１１］１４８究竟如何看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
关系，毛泽东曾做了深入的理论论证。他指出：因
三民主义存在历史性变化，具体所指需要加以辨
别。具体地说，共产党实际赞同的是孙中山的革
命的三民主义而非失去人民信仰的三民主义。现
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有必要适应中国革命的历
史要求，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精神，两党重新合作，
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但共产党人决不抛弃
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和三民主义
有区别的”。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革命的三
民主义基本不相冲突。因此，我们愿意和国民党
一道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
民主义［２７］。总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
为政治基础，而后者则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
性［１２］１６０。
对国共两党均主张坚守三民主义的真谛，当

时的张君劢深表赞赏，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
立国要义，“主张个人自由而不忘社会公福，主张
民族本位而不忘世界大同；其于采用西方政制，固
已贯以吾民族性于其中矣。今之持共产说者，渐
自阶级立场转而努力于民族生存；持极权说者，亦
知‘法西斯派’主义难行于中土”［９］１５－１６。此论虽非
完全契合事实，但多少道出一定问题实质。正因
为国共两党能秉持致用精神，才能共同坚守三民
主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

推进全民抗战顺利向前发展。

三、实际运作：重塑政治权威与
推进民主政治互动

欲真正做到团结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武汉
抗战中的政治运作凸现为围绕团结抗日重塑近代

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互动展开。所谓近
代政治权威，是在实施维护近代民族国家利益、推
行国家政治过程中，促进近代政治秩序稳定有序
向前发展的综合性力量的统称。至于近代民主政
治，既是中国近代政治价值诉求的具体体现，也是
武汉抗战时期化解内部分裂、凝聚全国人心、确保
强大抗战力量源头活水不至中断的有效手段。如
此互动实可谓在中国近代外部主权严重受损情形

下人民积极构建并强化内部政权的有益性尝试。
事实上，重塑近代政治权威与当时国内外严

峻情形密切相关。其时，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抗战
形势可谓异常严峻。日本在军事上集中精锐主力
近３０万人逼近武汉。由于中国政府拒绝投降，日
本遂加强了猛烈的政治攻势，视蒋介石为结束中
国战争的主要障碍，明确提出不以蒋为谈判对手。
这导致国民党内部妥协空气进一步弥漫，蒋在抗
战中的政治地位严重削弱。欲赢得中国抗战最后
胜利，客观上需要重塑近代政治权威，整合各种力
量，凝聚全国人心，坚定必胜信心，推进创建统一
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对于如何重塑国家权威以满足抗战之需要，

中共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在具体指示中
明确指出：鉴于目前许多军队战斗力远不如前，若
再损失过大，必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
降派与割据派会趁机而起，势必影响蒋之地位，有
危及其继续抗战之虞，因此，在抗战过程中应“巩
固蒋之地位”［２８］５３８。后来，毛泽东也指出：目前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

长的统一领导下形成的。鉴于“武汉现正处于敌
人的威胁中”［１２］１２４，因此，欲迟滞敌人的进攻，发
挥国民党的重要作用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势

在必行［１２］１５３－１５４。而在新环境中，为粉碎敌人破坏
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阴谋，全国应诚心诚意拥
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
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１２］１６４。
为实现重塑近代政治权威之目的，真正巩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积极为此而努力。
中共中央向全国宣告，除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
主义外，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
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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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现在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
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
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１１］１４８。周恩来还向蒋介石
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强调只有“在先生统
一领导之下”，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施行必
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
争反攻之目的”［２９］。
与中国共产党相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

党也勉力而为。蒋曾指出：“唯望我全国同胞不论
男女老幼，个个人贡献能力，在中央领导之下，各
尽责任，共同一致努力奋发，必先集中抗战力量，
然后方得排除暴敌的侵略，使我们民族做一个堪
与各国并立于世界的民族。”［３０］全面抗战开始后，
为提升国民党影响，加强蒋氏在党内权威，中国国
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设
立总裁制，推举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总裁［３１］。蒋
对此深表欣慰，表示：“各政党均在国民党旗帜之
下，团结一致，红军已编入国军系统内，而由最高
统帅指挥”，国民党“愿与各党携手合作，以对付共
同的敌人”［３２］。
当时的其他党派人士也充分认可此一国家政

治权威。如左舜生指出：“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公
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１０］２２。张君
劢强调道：“方今民族危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
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
途。”［９］１９对此结果，有论者指出：由于此一团结的
建立，蒋介石“不仅为国民党及其所主持之国民政
府的领袖，而且也成为国内各党派以及全民族对
日抗战的共同领袖”［３３］。而武汉成为南京沦陷后
战时首都和抗战中心与此不无一定关系，同时武
汉抗战又使国民党近代政治权威得到更好的确

立，因为近代政治新权威已超越了现存的党派界
限，所追求的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整个中华民族
的根本利益。
在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也视民主政治

为凝聚全国人心、增强抗战民族力量的重要手段。
中共在宣言中明确要求国民党“实现民权政治及
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１１］１４８。
事实上，国民党曾做过一定尝试，这主要体现在从

１９３２年的国民参政会到１９３７年的国防参议会
中。１９３８年３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前，中共向大会提议健全民意机关，蒋介石表示接
受。后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非常时期应
设立国民参政会”，遂将国防参议会扩大改名为国
民参政会。同年４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根据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
条例》。国民参政会的组成包括国共两党及其他
党派、无党派代表。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要求各级
地方政府也相应设立省、市、县级参议会［３１］。

１９３８年７月６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
召开。蒋极力称赞参政会的积极价值，认为国民
参政会有助于集中全民族力量来对付侵略势力以

求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国民参政会虽不是议
会，但要树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８］１３４－１３５。
后来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构逐步有

所开放。
对参政会的设立，左舜生深表赞许，认为“此

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此非常时期不忘国民
参政机关之建立，国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之保障，亦即异日宪政实施之端绪”［１０］２１。毛泽东
也称道国民党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
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承认各党各派合法
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权
利［１２］１５４。相对于全面抗战前，国民党在政治民主
化方面的确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有利于集合
民族力量，促进抗战顺利向前发展。当然，国民党
对民众抗战也采取一定的压制措施，如一些报刊
还接连发表文章鼓吹独裁和反共，中国共产党从
抗战大局出发，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中
也曾作了一定的必要斗争。

四、内在实质：注重具体合理
与追求目标合理统一

在武汉抗战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的内在实质
则彰显为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理的有机统

一。前者系指国共两党围绕武汉抗战的政治与军
事努力均具有其具体合理性，并取得一定阶段性
成果；而后者则表明武汉抗战并非孤立的，而是整
个中国抗战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其所提出的战
略战术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为全面持久抗战的
推进乃至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此二者
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出武汉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

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在武汉抗战时期，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

合理的有机统一突出体现为重塑近代政治权威与

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的统一。揆诸史实，不难发现，
重塑近代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可谓中国

近代政治发展中的两极态势。如此两极并非完全
截然对立，而是具有其内在统一性，即藉此提升政
府效能来巩固和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们彼
此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此期武汉抗战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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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要，所形成的合力有利于全面抗战的顺利发
展，其军事意义显而易见。
从中国近代政治来看，其积极价值同样不可

忽视。前已述及，在武汉抗战时期，重塑近代政治
权威旨在满足全面持久抗战之需要。如将其置于
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实际过程中去审

视，不难发现，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
政治发展，有利于增强政府权威，提升政府掌控国
家整体局面的实际能力，暂时平息业已存在的各
种矛盾。正因为如此，当时各派政治力量捐弃前
嫌，团聚起来，共同抗战。国民党内蒋系势力与反
蒋地方实力派结束了纷争，李宗仁、白崇禧、冯玉
祥、阎锡山、李济深等人均出任了军政要职。中央
与地方矛盾得到一定化解［３１］。这在武汉抗战前
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于重塑近代政治权威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环

境下展开的，它客观上需要借用近代民主政治的
内在结构来达到其目的，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近代
民主政治的发展。当时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与运作
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议会，但已初具议会的功能，是
一个代表人民权力的政治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近代代议政治的宗旨与精神，通过它可以让
国民更加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此一机关既发挥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作用，也在组织
上成为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各界沟通的桥梁和纽

带。此外，国民参政会在增添民主气氛方面也具
有积极作用，显示中国政治生活在向民主化方向
迈进［３１］。其完善政治组织提升政府权威的功效
不言而喻。
从近代政治文化而论，法治精神理应成为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取向。而在武汉抗战时
期，法治所赋予的国民权力得到一定伸张。如《抗
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言论、出版、
结社、集会等自由的范围并加以保障，整顿军纪强
调运用法律制裁［１６］１２等均是其具体表现。需要指
出的是，在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所推进的民主政
治毕竟有限，不宜盲目夸大评价过高。
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理的统一还体现

在武汉抗战的短暂性与全面抗战的持久性的统

一。从总体来看，国共两党对保卫武汉比较积极，
总体认识也比较清楚，及时注意到武汉与全国、短
暂与持久之关系，在此基础上来实施武汉抗战。
蒋介石指出：此次抗战旨在始终保持我军战斗力，
尽量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
的［３４］４１。要求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
一时之胜负［１３］４５。在他看来，我军方略在空间上

不能因为狭小核心而忘广大之图，在时间上不能
为一时之得失而忽视久长之计。就武汉抗战而
言，其关键不在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继续抗战持
久的力量。保卫武汉旨在迟滞敌军西进，消耗敌
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迁移东南与中部工业以进
行西南建设，为实施全面抗战做准备［３４］３８。
在退出武汉之际，蒋介石一再强调“持久抗

战”“全面战争”与“争取主动”。他指出：“我国在
抗战之始，即决心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
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由于考虑是全面战
争，任何城市的得失绝不能影响抗战全局。由于
敌我利害短长正相悬殊，唯有处处主动，才能打击
日本速决企图，消灭其宰割妄念［３４］４１。在他看来，
以中国广土众民，历史悠久，只要集中力量，持久
奋斗，抗战必胜［３５］。他一再重申：任何战争只要
得到民众帮助一定胜利［１６］１１，而中国持久抗战最
后胜利的中心实寄于全国乡村和广大强固民

心［１３］４５。
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相关认识在时间上

更早，认识更为全面深刻。当时，徐州失守后，日
军直指武汉，而国民党内部存有轻视武汉乃至放
弃武汉的错误倾向。为纠正此一倾向，中共中央
明确指出：徐州失守后，敌人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
计划中心［３６］。由于敌主力正向武汉进攻，保卫武
汉、保卫全国是当务之急［３７］。因此，“我们的口号
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
战争”［３８］。在这里，保卫武汉虽是重心，但并未忽
视其他地方，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全国抗战一盘棋
的思想。
为更好地推进全面抗战，毛泽东指示八路军、

新四军利用敌人全力进攻武汉机会广泛开展敌后

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作战，以扩大抗
战成果。在毛泽东看来，当保卫武汉成为紧急任
务之时，应发动全军全民的积极性来支持战
争［３９］。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
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
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
之［２８］５３８。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动员民众全力保
卫武汉做了大量宣传与组织工作。这说明在准备
和实施武汉抗战过程中，局部性与全局性实际密
切结合在一起，颇难截然分开。
当日军逼近武汉之际，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

求军民正确对待保卫武汉问题，不应过分强调保
卫武汉，而要说明应争取防御武汉更久，即使武汉
不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会决
定胜负，要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

１９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作长期的斗争［４０］。毛泽东也指出：保卫武汉旨在
争取时间而非死守，既要消耗敌人又要争取时间
推动全面抗战。到了该放弃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
军力为原则，避免大的不利决战［１２］１４５。后来，毛
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报告时指出：放
弃武汉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有利于敌
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有利于我而不利于
敌［４１］。同时，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
是短期的，故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非速决
战［１２］１３９。可以说，武汉抗战虽以弃地转移而告
终，但却打击和钳制了日军主力，客观上推动了全
面抗战走向深化。
综上，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特质虽

甚多，但前述四个方面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它们
虽各有侧重，但却密切相联，融为一体，彼此互动，
共同发展。从总体来看，这些特质既是武汉抗战
诉求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
的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
的实际需要。正因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
物，颇难用一般意义上的近代政治文化标准来衡
量与审视。应该说，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文
化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存有较大差别，因为后者
的一元化的政治思维、传统式的政治伦理、分裂型
的政治人格和虚幻性的政治思想不仅融合了中国

古代封建政治专制的阴柔与残暴，渗入了近代法
西斯主义政治集权的独裁与血腥，而且还涂上了
些许西方民主政治的色调［４２］。如此明显的差别
从一个侧面彰显出武汉抗战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的

巨大历史进步性，同时，对以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
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
民党、国民政府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政治资源，
在其政治威望鼎盛时藉国家权力推行一党专政，
漠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的民主
要求，动摇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最终使其统治葬身
在人民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４３］。这充分说
明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所蕴含的积极历

史价值并未因时间逐渐远逝而有所消蚀，而是伴
随中国近代化的不断发展而熠熠生辉，至今仍值
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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